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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的双刃剑效应：COVID-19 心理热线咨询师

的继发性创伤应激和替代性创伤后成长* 

赖丽足  任志洪  颜懿菲  牛更枫  赵春晓  罗  梅  张  琳 
(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9) 

摘  要  关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的心理援助热线咨询师由共情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及机制, 并探究从

消极影响转变为积极成长的内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国内疫情期间, 776 名在教育部华中师

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上工作的咨询师(平均年龄 42.57 岁, 平均咨询经验 12.44 年)为研究对象, 使用问卷法测

量热线心理咨询师的共情、正念、寻求意义、继发性创伤应激(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STS)和替代性创伤后成

长(Vicarious Posttraumatic Growth, VPTG)。采用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1)咨询师的共情正向预

测 STS 和 VPTG; (2) 正念在共情和 STS 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寻求意义在共情和 VPTG 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 共情

还可以分别通过 STS、STS−寻求意义、正念−STS、正念−STS−寻求意义的中介路径对 VPTG 起正向预测作用。该

结果提示要辩证看待共情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关注从消极反应到积极成长的转变, 这不仅能够深化共情及其

影响的理论, 还能为相关研究应用提供启示。 

关键词  共情, 继发性创伤应激, 替代性创伤后成长, COVID-19, 正念, 寻求意义 

分类号  R395 

1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的爆发和全球流行, 给民众生命安全和

心理健康带来巨大的威胁, 也影响着专业助人者的

心理状态。有研究者认为, COVID-19 是导致创伤

(trauma)的重大压力应激源(Griffin, 2020)。调查也

显示, 疫情期间, 民众的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

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等心理问

题突出(Huang & Zhao, 2020)。因为有更大的机会接

触 到 遭 受 创 伤 的 当 事 人 , 被 称 为 创 伤 工 作 者

(trauma workers)的心理咨询师、医疗工作者等群体, 

其心理健康状况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相关研究显

示 COVID-19 期间, 心理咨询师、卫生保健人员和急

救 人 员 等 处 于 发 生 继 发 性 创 伤 应 激 (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STS)的高风险中(Vagni et al., 2020)。 

STS 用于描述间接暴露于创伤事件的个体, 特

别 是 创 伤 工 作 者 所 受 到 的 负 面 影 响 , 表 现 为 和

PTSD 类似的症状, 包括消极情绪、疲劳、过度警

觉、回避等(Figley, 1995)。以往研究显示, 创伤工

作者是 STS 的高发群体——7%~15%的创伤工作者

会出现临床严重程度的 STS, 甚至导致抑郁、焦虑

等心理问题(Bride, 2007; Choi, 2011; Roden-Foreman 

et al., 2017)。 

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间接的创伤暴露给创伤

工作者带来的消极影响, 但是遭遇创伤事件也会带

来积极影响, 如创伤后成长(Zoellner & Maercker, 

2006)。Arnold 等人(2005)发现, 经常和创伤个案工

作的心理治疗师会报告和创伤事件幸存者的创伤

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一致的变化, 如

获得新的领悟, 增强对个人自身幸运的认识等在自我

觉知、人际体验和生命价值观上的积极改变。这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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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被称为替代性创伤后成长(Vicarious Posttraumatic 

Growth, VPTG)。目前, VPTG 已经发展成为相对成

熟的概念, 在心理咨询师、社区工作者和医生护士

等人群中普遍存在(Manning et al., 2015)。不过较少

研究检验 COVID-19 期间, 创伤工作者的积极反

应。有研究者认为, 探讨创伤工作者的创伤后成长

及其发生机制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提升这类

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Kalaitzaki et al., 2020)。基于

此, 本研究以国内疫情最严峻期间的一线心理热线

咨询师为研究对象, 同时探讨热线心理援助工作给

其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的发生机制及内在关联, 

这不仅能丰富创伤后成长的研究, 扩展 COVID-19

期间创伤工作者的心理健康理论框架, 还能为实践

应用提供启示。  

1.1  共情和继发性创伤应激、替代性创伤后成长 

作为个体设身处地感受、体验他人经验和内心

世界的能力(Rogers, 1957), 共情是创伤工作者产

生继发性创伤应激的关键因素。共情疲劳弹性模型

(Compassion Fatigue Resilience Model, CFR)指出, 

对创伤当事人的共情能力、共情关心和共情反应会

带来精神负担, 进而使创伤工作者产生悲伤、愤怒

等消极情绪, 并导致心理痛苦和躯体化反应, 这些

反应和 STS 相吻合(Ludick & Figley, 2017)。同时, 

Shu 等人(2017)通过系列实验发现, 共情水平高的

个体在观察到他人面临威胁的情境后, 会产生更强

烈的替代性焦虑和睡眠困扰; 一项针对不同类型创

伤工作者的研究也表明, 共情和 STS 显著正相关

(MacRitchie & Leibowitz, 2010)。 

但是, 在带来创伤压力的同时, 共情也可能会

促进创伤工作者形成 VPTG。已有研究证据显示, 

对于直接遭受创伤的当事人而言, 共情会促进积极

的情绪表达和认知重评, 进而促进 PTG 形成(王文

超, 伍新春, 2020; 周宵 等, 2019)。同样地, 共情也是

VPTG 的影响因素。Cohen 和 Collens (2013)的一项

综述总结了创伤工作者 VPTG 发生的理论框架——

创伤工作者对当事人的共情是 VPTG 发生的起点, 

能够帮助创伤工作者以隐喻(metaphor)的方式从创

伤工作中获得积极的领悟或认识 , 增强自身对自

我、他人和世界的理解, 促进 VPTG 的产生。相关

的 实 证 研 究 也 发 现 共 情 能 够 正 向 预 测 VPTG 

(Brockhouse et al., 2011)。综上, 创伤工作者的共情

既有消极影响又有积极影响, 存在双刃剑效应。如

何理解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发生过程以及二者

的关系呢？本研究尝试结合 PTSD、PTG 的理论和

实证研究, 探索 COVID-19 期间, 心理援助热线咨

询师从共情到 STS 和 VPTG 的形成机制, 以及 STS

和 VPTG 的关系。 

1.2  消极影响：从共情到继发性创伤应激——正

念的中介作用 

破碎世界假设认为, 创伤会导致个体的核心信

念系统受到破坏或者失衡, 一方面可能诱发其反复

的消极思考, 另一方面可能导致个体体验到对未来

和 世 界 的 失 控 感 , 而 引 起 担 忧 害 怕 的 情 绪 反 应

(Janoff-Bulman, 1989)。实证研究中 , 核心信念挑

战、主观害怕程度、侵入性反刍均能显著正向预测

PTSD (周宵 等, 2015)。而低水平的正念是促使个

体产生焦虑害怕的情绪, 形成侵入性反刍的重要影

响因素 (Raes & Williams, 2010)。正念指的是以知

晓、接受、不作任何判断的立场体验并接纳自己的

想法和感受(Nilsson & Kazemi, 2016)。当创伤工作

者对经历创伤事件的当事人共情, 设身处地地感受

到当事人的痛苦、焦虑等负面情绪时, 更容易把注

意力集中在痛苦事件上, 产生相应的态度评价, 并

从 消 极 方 面 关 注 忧 虑 和 苦 恼 的 原 因 及 后 果

(Svendsen et al., 2017)。由此可能导致创伤工作者不

能有意识地关注当下, 不加评判地对待当事人的创

伤经验及自身体验, 即导致创伤工作者的正念水平

下降。如一项针对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者的元分析

显示, 共情中的个人忧伤与正念显著负相关(Cooper 

et al., 2020)。 

低水平的正念是个体产生 PTSD 在内的诸多非

适应性表现的重要预测因素。针对 PTSD 的研究显

示, 个体的正念水平与创伤后应激症状严重程度显

著负相关(Thompson et al., 2011; Yuan et al., 2018)。

元分析发现, 由此基础上开展的正念干预能够有效

减轻 PTSD 症状(Hopwood & Schutte, 2017)。由于

STS 和 PTSD 相似, 只是前者指向的是经历间接创

伤暴露的个体, 因此, 低水平正念可能也是创伤工

作者形成 STS 的原因。相关实证研究结果发现, 正

念与创伤工作者的 STS、倦怠负相关, 与助人工作带

来的满足感 , 即共情满意(Compassion Satisfaction, 

CS)正相关(Surguladze et al., 2018)。此外 , 一项

fMRI 研究显示, 正念冥想会降低个体在观察他人

痛苦过程中前脑岛(引起愤怒、厌恶等情绪区域)的

激活(Laneri et al., 2017)。说明正念冥想可能是减少

因为对他人痛苦共情而造成痛苦的适应性机制。基

于以上论述, 本研究假设, 咨询师的共情降低正念

水平, 继而导致 STS 水平的提升, 即正念在共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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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 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1.3  积极影响：从共情到替代性创伤后成长——

寻求意义的中介作用 

共情可能通过降低个体正念水平带来负面影

响, 作为“双刃剑”, 共情也会带来替代性创伤后成

长, 那么, 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如何的呢？PTG 的

整合模型(Comprehensive Model of PTG)指出, 创

伤事件挑战原有的核心信念系统, 导致个体进行一

系列的认知活动, 以修复先前的信念系统或使得破

损的信念系统顺应创伤后的环境, 进而促进了 PTG

的 产 生 (Calhoun & Tedeschi, 2006; Connerty & 

Knott, 2013)。这些核心信念系统受到挑战后激活的

认知活动包括对自我、他人、世界的重新思考和意

义 寻 求 (Triplett et al., 2012) 。 意 义 建 构 理 论

(Meaning Reconstruction Theory)也认为重大压力刺

激通常会冲击个体自身原有的意义系统, 促发“意

义建构”的认知加工过程 , 即激活个体寻求意义

(search for meaning), 重新构建意义信念系统的认

知过程, 进而促进 PTG 形成(Thompson & Janigian, 

1988)。以上理论可能同样适用于创伤工作者的

VPTG 的形成。此外, 关于 VPTG 的整合理论也提

出意义建构在共情和 VPTG 之间具有重要作用

(Cohen & Collens, 2013)。 

虽然直接探究创伤工作者 VPTG 形成机制的

相关实证研究有限, 但是针对直接遭遇创伤当事人

的研究提供了核心信念挑战及寻求意义在 PTG 形

成中起作用的证据。有关白血病患者、地震后青少

年 的 研 究 都 显 示 , 核 心 信 念 挑 战 显 著 预 测 PTG 

(Danhauer et al., 2013; 周宵 等, 2015)。进一步的研

究显示, 主动反刍, 即对问题解决、意义寻求的回

忆思考, 是核心信念挑战和 PTG 之间的中介变量

(Zhou et al., 2015); 寻求意义与个体的创伤后成长

显著正相关(Dursun et al., 2016)。尽管创伤工作者

并非直接体验到创伤当事人经历的事件, 但是同样

面临因为共情而引起的意义系统受到破坏的风险, 

为了更好地适应和调节, 寻求意义就变得尤为重要

(McCormack & Adams, 2016)。另一方面, 心理咨询

师在与当事人的工作过程中 , 可能也会和当事人 , 

特别是遭受创伤的当事人一起寻求意义, 以帮助当

事人获得更具适应性的成长。这些过程也会反过来

帮助咨询师自身度过间接创伤暴露带来的冲击, 并

增强其他方面的意义感, 例如强化助人的愿望或更

加意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 进而促进替代性创伤

后成长。因此, 本研究进一步假设：寻求意义在共

情和 VPTG 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1.4  消极影响与积极影响：STS 和 VPTG 的关

系和转化机制 

如上所述, 共情可能会带来 STS 和 VPTG 两种

效应, 前者是不利于创伤工作者的消极反应, 后者

是能促进创伤工作者适应的积极反应, 二者关系是

如何的呢？对于直接遭受创伤的当事人, 已有研究

显示 PTSD 和 PTG 并非“非此即彼”, 而是共存的

(Cao et al., 2018)。Tedeschi 和 Calhoun 的 PTG 模型

提出, 创伤事件导致的心理应激(PTSD 症状)会激

发当事人积极的认知策略 , 进而促进 PTG 形成

(Tedeschi & Calhoun, 2004)。不过对于 PTSD 和 PTG

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不相关、正相

关、倒“U”型曲线相关和负相关的实证研究均存在

(Marziliano et al., 2020)。一项纳入了 63 项研究的

元分析显示 PTSD 和 PTG 整体的相关系数为 0.22, 

显著为正但受测量时间点影响(Liu et al., 2017)。伍

新春等(2019)综合了横断和纵向研究证据, 基于整

合−比较的视角对 PTSD 和 PTG 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提出短时间内, PTG 作为积极的应对策略能够缓解

PTSD, 而在经历创伤后的长时间内, PTSD 能够激

发个体主动进行建设性的思考, 促进 PTG 形成。 

考虑到 STS 和 PTSD 的相似性, 以及 VPTG 和

PTG 的相似性, STS 和 VPTG 的关系可能和 PTSD

和 PTG 之间的关系一样, 呈现出多种模式。一些在

社工、护士和医生群体中的研究发现 STS 和 VPTG

是两个独立不相关的结构(Gibbons et al., 2011); 也

有研究报告了心理治疗师的 STS 和 VPTG 呈显著正

相关(Samios et al., 2012)。不过由于创伤工作者往

往是持续性地间接暴露于创伤中, 和有明确创伤事

件和发生时间点的当事人不同, 间接创伤暴露后的

时间长短不能用于解释 STS 和 VPTG 之间关系模式

的差异。负面体验和积极成长的关系模式可能和创

伤工作者的觉察和认知加工模式有关。对于心理咨

询师而言, 他们接受过更多系统化训练, 包括如何

干预遭受创伤事件的当事人, 以及觉察和处理间接

的创伤暴露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此, STS 可

能会较快地激发他们主动性的积极认知加工, 进而

促进 VPTG 的形成, 和 PTG 模型相吻合(Tedeschi & 

Calhoun, 2004)。 

而寻求意义正是 STS 激活的积极认知加工策

略之一。研究显示, 处于心理痛苦、压力等负面情

绪 的 个 体 通 常 有 更 高 水 平 的 驱 动 力 去 寻 求 意 义

(Park et al., 2010), 且寻求意义又与 PTG 显著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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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Dursun, 2016)。因此, 寻求意义可能不仅直接在

共情和 VPTG 中起中介作用, 也在 STS 和 VPTG

中起中介作用。基于以上论述, 本研究假设心理咨

询师由共情引发 STS 和 VPTG 的可能过程：共情

导致心理咨询师的核心信念受到挑战 , 当新的信

念系统同原有的信念系统出现矛盾时 , 一方面可

能直接激活心理咨询师的积极认知加工, 如寻求意

义, 进而促进 VPTG 形成; 另一方面, 核心信念挑

战也有可能会降低心理咨询师的正念水平, 让他们

出现负面体验, 而负面体验出现后, 又会反过来强

化 认 知 调 节 的 过 程 , 促 进 意 义 寻 求 , 进 而 促 进

VPTG 形成。 

1.5  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 本研究以国内疫情期间, 776 名在

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上工作的

咨询师为研究对象 , 旨在探讨心理援助热线咨询

师由共情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影响 , 并提出以下具

体假设: (1) H1：共情和 STS、VPTG 正相关; (2) H2: 

正念是共情和 STS 的中介变量, 寻求意义是共情

和替代性创伤后成长的中介变量; (3) H3: 除了寻

求意义, 共情也经过 STS、STS−寻求意义、正念− 

STS、正念−STS−寻求意义对 VPTG 起到正向预测

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是中

国应对新冠肺炎建立的最大在线心理服务平台, 由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

头, 依托华中师范大学组建, 广泛动员来自全国的

经 验 丰 富 、 资 质 优 良 的 心 理 咨 询 专 业 人 员 加 入

(Zhao et al., 2020)。该平台正式成立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 即武汉封城后, 中国疫情爆发之时; 该平台

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疫情相关的 24 小时心理援助热

线和网络支持服务, 主要基于一次单元心理干预视

角, 以共情为主, 开展免费心理服务。平台汇聚了

中国 1200 多所高校和其他心理机构的专业志愿人

员, 值班咨询师 1700 多名, 督导师 200 余位, 定时

开展热线咨询和危机干预技能培训和督导。截至

2020 年 4 月, 该平台服务人次达 20000 余次。4 月

初, 本研究的研究者邀请平台心理咨询师参与调查, 

提供知情同意书, 至 4 月 15 日, 共有 776 名咨询师

参与研究, 并通过在线方式填写了相关问卷。参与

研究的咨询师基本信息见表 1。 

表 1  被试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被试 

N 776 

性别 (女性) (%) 80.4% 

年龄 (M ± SD) 42.57 (7.90) 

咨询经验(年) (M ± SD) 12.44 (5.92) 

教育水平(N, %)  

高中/专职院校 11 (1.4%) 

本科 169 (21.8%) 

硕士或者博士 596 (76.8%) 

经历个人创伤事件  

是 315 (40.6%) 

否 461 (59.4%) 

个案数 (M ± SD) 11.26 (15.52) 

创伤个案数(M ± SD) 1.73 (3.76) 
 

2.2  测量 

2.2.1  基本信息问卷 

问卷包含基本的人口学信息(年龄、性别、教

育水平等), 咨询师的咨询经验、督导经验、咨询师

主观回忆的在热线平台工作期间接受的总个案数

和创伤个案数, 以及咨询师的创伤史。咨询师的创

伤史采用的是二分类测量, 即询问被试是否经历过

创伤事件, 并提供创伤事件的定义及一些例子作为

参考。 

2.2.2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 

使用中文修订后的 IRI 测量咨询师的共情能力

(张凤凤 等, 2010)。该量表有 4 个分量表(观点采择、

共情关注、幻想和个人忧伤), 共有 22 个条目。采

用 5 点 Likert 计分法(0 = 不恰当, 4 = 很恰当)。4

个分量表的总和是共情的总分 , 总分的分数越高 , 

表示个体的共情能力越强。本研究中 IRI 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6。 

2.2.3  创伤后成长问卷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 

PTGI 由 Tedeschi 和 Calhoun (1996)编制, 用于

测评个体经历创伤后的成长水平。本研究使用中文

修订后的 PTGI (汪际 等, 2011), 共 20 项条目, 包

含人生感悟、个人力量、新的可能性、与他人关系、

自我转变 5 个因子。由于 PTG 和 VPTG 在概念上

的 相 似 性 , 该 量 表 也 被 广 泛 用 于 测 量 VPTG 

(Manning-Jones et al., 2015)。不过为了测量热线咨

询工作带来的影响, 本研究对指导语进行了一定的

调整, 要求被试标注出参与热线工作后, 和当事人

的咨询导致的自身生活发生类似改变的程度。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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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采用 Likert 6 级评分法(0 = 咨询工作后, 完全没

有体验到这种改变, 5 = 咨询工作后, 这种改变非

常大), 总分 0~105 分, 分数越高表现为创伤后成长

水平越高。本研究中 PTGI 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

数为 0.97。 

2.2.4  继发性创伤应激问卷(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STS) 

采用中文修订后的专业生活品质量表(Professional 

quality of life, ProQOL, 该量表用于测量心理学家、

社会工作者、救灾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帮助创伤受害

者的专业人士工作后的状态)中的继发性创伤应激

分量表 STS, 来测量咨询师的继发性创伤应激(郑

杏 等, 2013)。本研究中, 要求被试填写过去 30 天

中 , 作为热线平台咨询师所经历的情况 , 例题如

“因为我为他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让我对很多事

情感到紧张”。STS 共 10 个条目, 采用 Likert 5 级

计分法, 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计分为

1~5 分。本研究中 STS 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

为 0.80。  

2.2.5  寻求意义问卷(Search for meaning, SM) 

使用中文人生意义问卷 (Chines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C-MLQ)的寻求意义分量表测量

个体为了建立或者增强对人生意义/生活目标的理

解而做出的探索行为的强度和努力程度(王孟成 , 

戴晓阳, 2008)。该量表共 5 个条目, 采用 Likert 7

级计分(1 = 完全不同意, 7 = 完全同意)。本研究该

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 

2.2.6  正念注意知觉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 

MAAS 用于测量基于“注意和知觉”的正念水

平(Brown & Ryan, 2003), 共有 15 个条目, 指导语要

求被试在各条目中按照最近一周内实际情况选择最

符合自己的描述(1 = 总是, 6 = 从不)。分数越高, 说

明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对当下的注意和觉知水平越 
 

高。本研究中, MAAS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 

2.3  数据处理 

研究采用 SPSS 19.0 和 Mplus 8.0 进行统计分

析。由于本研究采用线上问卷收集, 不存在缺失数

据。对问卷进行有效性检查, 剔除无效问卷。无效

问卷标准为：答题时间过短; 语义相似, 但正反计

分问项出现较大矛盾; 连续相同作答的题目数量超

过了问卷长度的一半, 或者作答具有规律性。经过

检查, 所有被试的答题均为有效, 因此全部纳入统

计分析。首先使用 SPSS 19.0 对数据进行存储、管

理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计算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然后使用 Mplus 8.0 对研究假设中的模型进行检验,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1) 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评价

测量模型; (2) 构建自变量到因变量的结构方程模

型; (3) 纳入中介变量, 使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

分位 Bootstrap 方法估计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 若

95%的置信区间不含 0, 则表示具有统计显著性(温

忠麟, 叶宝娟, 2014)。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所有变量都采用自陈报告法收集数据, 

可能会出现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采用 Harman 单因

素检验进行检验, 将所有变量的项目进行未旋转的

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

异量为 21.09%, 小于 40%的临界值。这表明本研究

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性别和其他变量计算点二列相关, 其他变量

之间计算皮尔逊相关系数。表 2 列出了各变量的平

均数、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矩阵。相关分析发现, 被

试的共情、继发性创伤应激、寻求意义和创伤后成

长两两呈显著的正相关, 正念和共情、继发性创伤

应激显著负相关。 

表 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之间的相关(N = 776)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性别 0.80 0.40 –         

年龄 42.57 7.90 0.03 –        

VPTG 50.49 24.01 0.05 0.01 –       

STS 18.04 4.64 0.02 −0.14*** −0.30*** –      

寻求意义 22.89 8.27 0.02 −0.17*** 0.23*** 0.23*** –     

共情 36.13 9.56 −0.04 −0.22*** 0.22*** 0.44*** 0.23*** –    

正念 69.98 9.17 0.09 0.21*** −0.07* −0.51*** −0.23*** −0.35*** –   

创伤个案 1.73 3.76 0.01 0.07* 0.06 −0.01 −0.02 −0.00 0.01 –  

总个案 11.22 11.51 0.00 0.06 0.06 0.03 −0.01 −0.03 0.00 0.54*** –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STS: 继发性创伤应激; VPTG: 替代性创伤后成长; 性别: 0 = 男, 1 =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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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测量模型检验 

本研究中, 正念为单维结构, 继发性创伤应激

和寻求意义采用量表的分量表测得, 3 个变量均满

足单维、同质条件。采用打包策略中的平衡法将每

个变量打包成 3 个指标(吴艳, 温忠麟, 2011)。替代

性创伤后成长包含人生感悟、个人力量、新的可能

性、与他人关系、自我转变 5 个维度; 共情包含观

点采择、幻想、共情关注、个人忧伤 4 个维度, 二

者为多维量表。根据吴艳和温忠麟(2011)的建议 , 

采用内部一致性法(internal-consistency approach)进

行打包, 即把同一因子下的题目打包。在测量模型

中, 我们设定各因子的载荷被自由估计, 发现模型

拟合指数良好(2/df = 1.99, RMSEA = 0.036 (90% 

CI: 0.018, 0.054), CFI = 0.997, TLI = 0.995, SRMR = 

0.018), 表明可进一步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3.4  中介效应检验 

在该部分分析中, 我们将性别、年龄、总个案

数、创伤个案数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首先, 检

验共情对 STS 和 VPTG 的直接效应。结果发现共情

对 STS 的路径系数为 0.64 (95% CI: 0.55, 0.71, p < 

0.001), 共情对 VPTG 的路径系数为 0.31 (95% CI: 

0.23, 0.39, p < 0.001), 模型拟合指数良好(2/df = 

5.86, RMSEA = 0.080 (90% CI: 0.074, 0.085), CFI = 

0.927, TLI = 0.914, SRMR = 0.071)。 

在此基础上, 为考察共情对继发性创伤应激和

替代性创伤后成长的预测机制, 本研究以直接预测

模型为基础, 将正念作为共情和 STS 的中介变量, 

将寻求意义作为共情和 VPTG 的中介变量, 分别纳

入直接效应模型中 ,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检验, 重复取样 5000 次, 进行中介效应

的置信区间估计。模型结果如图 1 所示, 从该模型

中可以看出正念在共情对 STS 关系中中介效应显

著(Mediating effect = 0.19, 95% CI: 0.14, 0.24, p < 

0.001), 占总效应的 33.80%。同时, 寻求意义在共

情对 VPTG 关系中中介效应显著(Mediating effect =  
 

 
 

图 1  共情到 STS 和 VPTG 的中介模型 

0.06, 95% CI: 0.03, 0.09, p < 0.001), 占总效应的

20.34%, 模型拟合指数良好(2/df = 5.01, RMSEA = 
0.074 (90% CI: 0.069, 0.080), CFI = 0.937, TLI = 
0.924, SRMR = 0.066)。 

为进一步检验 STS 在共情和 VPTG 的之间的中

介作用, 将以上两个中介模型合并, 增加 STS 到寻

求意义的路径, 以及 STS 直接到 VPTG 的路径, 探

究完整的 VPTG 发生机制(如图 2 红色路径)。结果

显示, 模型拟合指数良好(2/df = 5.07, RMSEA = 

0.073 (90% CI: 0.067, 0.079), CFI = 0.940, TLI = 

0.928, SRMR = 0.064)。图 2 显示的完整模型相对于

图 1 模型具有显著改善(Δ2 = 32.04, Δdf = 2, p < 

0.001)。共情对 VPTG 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 但是

共情可以通过 5 条中介路径对 VPTG 产生影响：

(1) 共情−寻求意义−VPTG; (2) 共情−STS−VPTG; 

(3) 共情−STS−寻求意义−VPTG; (4) 共情−正念− 

STS−VPTG; (5) 共情−正念−STS−寻求意义−VPTG; 

5 条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见表 3, 共情−寻求意义− 

VPTG 的 间 接 效 应 占 总 效 应 17.43%, 共 情 − 

STS−VPTG 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 14.39%, 共情− 

STS−追寻人生意义−VPTG 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

9.30%, 共情−正念−STS−VPTG 的间接效应占总效

应 7.05%, 共情−正念−STS−寻求意义−VPTG 的间

接效应占总效应 4.50%。 
 

 
 

图 2  共情到 VPTG 发生机制全模型 
注: ***p < 0.001, **p < 0.01; STS: 继发性创伤应激; VPTG: 替代

性创伤后成长; 路径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 
 

4  讨论 

疫情期间, 大量中国心理援助热线平台的咨询

师成为了特殊的创伤工作者, 关注其心理健康对理

解和保护一线工作者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以往

大多数研究主要考察了间接的创伤暴露对创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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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链式中介模型中介效应显著性 Bootstrap 分析 

95%的置信区间 
间接路径 间接效应估计值 p 间接效应解释总效应百分比% 

下限 上限 

共情−寻求意义− VPTG 0.039 0.005 17.43 0.016 0.073 

共情− STS − VPTG 0.077 < 0.001 14.39 0.047 0.120 

共情− STS −寻求意义− VPTG 0.009 0.014 9.30 0.003 0.017 

共情−正念− STS − VPTG 0.038 < 0.001 7.05 0.023 0.064 

共情−正念− STS − 寻求意义− VPTG 0.004 0.019 4.50 0.001 0.009 

注: STS: 继发性创伤应激; VPTG: 替代性创伤后成长; 间接效应已标准化。 
 

作者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则同时探索了 COVID-19

期间提供志愿服务的心理咨询师, 由共情带来的消

极影响和积极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显示热线心

理咨询师的共情与 STS 和 VPTG 正相关; 其中, 正

念在共情和继发性创伤应激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寻

求意义在共情和 VPTG 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进一步

的分析显示 STS 能够正向预测被试的 VPTG, 且共

情还可以分别通过 STS、STS−寻求意义、正念

−STS、正念−STS−寻求意义的中介路径对 VPTG 起

正向预测作用。研究结果构建了创伤工作者的消极

和积极心理反应发生的机制模型, 以及从消极反应

到积极成长转化的心理健康框架, 这不仅丰富了相

关理论, 还能为相关实践应用提供一定的启示。 

4.1  共情的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及其机制 

本研究显示共情既能正向预测 STS, 也能正向

预测被试的 VPTG, 验证了假设 H1。共情是理解的

艺术, 咨询师在工作过程中通常需要对当事人表现

出充分的共情, 既促进咨询关系的建立, 也有助于

提升咨询效果(Elliott et al., 2018)。但是共情带来的

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 共情会使咨询师更容易卷

入自身的情绪情感, 并产生负面情绪体验, 特别是

来自当事人的痛苦信息可能会导致咨询师体验到

淹没感(overwhelming)和无力感。另一方面, 和以往

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咨询师的共情能力越强, 也越

可能从创伤工作中获得新的认识和领悟, 促进替代

性创伤后成长的产生(Brockhouse et al., 2011)。该结

果提示有必要辩证、全面地看待创伤工作者的共情

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同时, 本研究结果还揭示了正念在共情和 STS

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对于 COVID-19 期间提供心

理援助的热线咨询师, 共情能力越高, 正念水平反

而越低, STS 水平也越高。基于注意知觉的正念强

调的是对当前体验频繁、清晰的觉察, 而共情强调

的是对他人感受的理解和体验, 高程度的共情可能

会让个体陷入自动化的情绪体验中, 中断有意识的

觉察 , 导致个体正念水平降低 (Chiesa & Serretti, 

2009; Wu et al., 2017)。已有的研究中, 对共情和正

念的关系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如一项调查显示共

情 与 正 念 水 平 没 有 显 著 的 关 联 (Zanetich et al., 

2012), 但是 Thomas 和 Otis (2010)的研究则显示共

情中的观点采择与正念水平正相关, 个人忧伤与正

念显著负相关。导致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调

查对象对负性经验的接纳程度不同(Brown & Ryan, 

2003; Cooper et al., 2020)。就 COVID-19 期间进行

心理援助的热线心理咨询师而言, 他们主要的工作

就是基于以共情为主的一单元会谈和当事人工作, 

其中多数当事人的创伤可能和 COVID-19 关系密切, 

而 COVID-19 又是所有人民共同经历的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 , 因此咨询师对来访者的共情会更为突出

(Zhang et al., 2020)。由此产生的代入感和情绪淹没

感更强, 对间接的创伤经验接纳程度更低, 导致咨询

师无法及时自我觉察, 进而引起继发性创伤应激。 

此外, 寻求意义在共情和 VPTG 间起到中介作

用。与 Cohen 和 Collens (2013)的提出模型一致, 意

义 构 建 是 通 往 VPTG 的 路 径 之 一 。 Calhoun 和

Tedeshi (2014)提出的创伤后成长模型也认为 , 促

进创伤后成长的关键因素并不是创伤本身, 而是幸

存(surviving)的过程 , 即尝试与创伤抗争 , 有意识

地、系统性地给创伤赋予意义的过程。心理咨询师

可能通过觉察、调节和使用自己的内在体验(想法、

感受、想象、幻想以及内在身体感觉)去寻找新的

意义 , 从而获得个人领悟和成长 (Gelso & Perez- 

Rojas, 2017)。不过寻求意义只解释了共情到 VPTG

的部分中介效应, 还存在其他变量可解释由共情产

生的替代性创伤后成长。 

4.2  从消极影响到积极成长：机会和机制 

在上述结果的基础上, 本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

STS 和 VPTG 的关系。从概念上来看, STS 和 VPTG

指代的是间接的创伤暴露带来的负面和正面影响, 

二者似乎是同一连续体的两端。但本研究却发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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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呈显著正相关, 且 STS 是共情和 VPTG 关系的中

介变量。心理咨询师对当事人的创伤事件共情后, 

可能会先经历震惊, 对自身和世界的信念会遭到冲

击破坏甚至瓦解 , 然后才获得新的成长(Manning- 

Jones et al., 2015)。并且 STS 和 VPTG 是可以并存

的, 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完全对立面。STS 对应的

是 一 系 列 综 合 性 的 症 状 表 现 , 不 像 替 代 性 创 伤

(Vicarious Traumatization, VT), 另一个间接创伤暴

露带来的负面影响 , 强调认知图式上的消极变化 , 

例如认为他人是不可信的, 世界是不安全的, 缺乏

控制感等(McCann & Pearlman, 1990), 与强调自我

知 觉 、 人 际 关 系 和 生 活 哲 学 上 发 生 积 极 改 变 的

VPTG 反面对应(Cohen & Collens, 2013)。对于创伤

幸存者的研究中也发现, 在与创伤事件抗争的过程

中, 尽管痛苦仍未消失, 但他们也经历了一些新的

积极的变化。而且那些经历最恶劣处境的人, 他们

的积极成长会比其他人更加显著, 正如“没能击垮

你的, 使你变得更强大(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Joseph, 2011)。 

寻求意义是 STS 到 VPTG 的中介变量。这意味

着咨询师在对当事人共情后, 可能直接触发其对意

义的寻求, 进而获得成长。咨询师也有可能会先体

验到消极的 STS, 然后增强对意义的寻求, 进而促

进成长的发生。因为对创伤当事人的共情可能会冲

击创伤工作者固有的信念和图式, 这种认知图式上

的 冲 突 很 大 可 能 会 带 来 心 理 痛 苦 甚 至 躯 体 症 状

(Cohen & Collens, 2013)。而处于痛苦中的个体为了

整合消化负面体验, 不得不重建自己的信念, 为创

伤 事 件 本 身 和 未 来 寻 求 新 的 意 义 (Matthews & 

Marwit, 2006)。结果, 压力导致的认知反刍和意义

寻求促使创伤工作者获得个人成长, 使其世界观发

生积极的转变。 

4.3  启示和局限 

本研究以 COVID-19 期间进行心理援助的心理

咨询师为对象, 探讨了创伤工作者由共情引起的积

极和消极心理影响及内在机制。首先, 本研究发现

共情是一体两面的双刃剑 , 不仅会带来负面影响 , 

也会增加替代性创伤后成长的可能性。强调创伤工

作也具有积极影响, 可能有助于帮助创伤工作者以

新的、带有力量的角度重新审视自身、来访者以及

他们的工作, 进而更好地帮助到当事人(Arnold et al., 

2005)。更重要的是, 本研究揭示了正念在避免咨询

师受到消极影响中的保护作用, 以及寻求意义对替

代性创伤后成长的积极作用。这鼓励临床工作者及

时、有意识地觉察创伤工作给自身带来的影响, 通

过正念训练提高正念水平(刘兴华 等, 2020), 或者

通过自我关怀为他们的人生、工作赋予意义。本研

究也为干预创伤工作者的继发性创伤应激提供了

新的视角, 继发性创伤应激的存在并非完全负面的, 

它可能是促进个体去寻找意义, 获得成长的驱动力

(Bercier & Maynard, 2015)。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可以改进的地方。第

一, 作为横断研究, 虽然验证了提出的模型, 但仍

不足以作为强有力的证据, 未来需要考虑设置纵向

研究, 探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二, 值得注意

的是, 本研究中, 热线咨询师所接个案可能并非完

全与 COVID-19 相关, 因而不能确定该研究中, 咨

询师的消极和积极心理反应是否与 COVID-19 直接

相关。第三, 在创伤工作者中, 心理咨询师是相对

特殊的一个角色 , 因为他们经过很多的专业训练 , 

有持续的督导帮他们处理内在体验, 但是其他创伤

工作者, 例如医生护士, 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境地, 

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到这类创伤工作者消极和积

极的心理变化过程。不过心理咨询师的共情带来的

影响, 以及如何加工继发性创伤应激, 还有获得替

代性创伤后成长的过程仍能够为其他创伤工作者, 

甚至是通过媒体间接接触到他人创伤的普通公众

带来一定的参考意义。第四, 本研究只考察了 STS

而未关注 VT, VT 是认知图式的消极变化, 在创伤

工作者中也受到广泛关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同

时考察 VT、STS、VPTG 之间的关系, 帮助我们更

全面、深入地了解间接创伤暴露带来的影响。第五, 

共情的不同维度可能发挥不同方向(消极或积极)及

强度的作用。已有研究显示, 共情的个人忧伤、幻

想正向预测 PTSD, 观点采择和共情关注正向预测

PTG (王文超, 伍新春, 2019); 针对 STS 的研究显

示, 个人忧伤、幻想、共情关注与 STS 正相关, 观

点 采 择 与 STS 相 关 不 显 著 (Fülöp et al., 2011; 

Gleichgerrcht & Decety, 2013)。未来研究可以进一

步区分共情具体成分的具体作用, 更充分探讨共情

的双刃剑效应。 

5  结论 

(1)新冠肺炎期间 , 热线心理咨询师的共情和

继发性创伤应激、替代性创伤后成长正相关。 

(2)正念在共情和继发性创伤应激间发挥部分

中介作用, 寻求意义在共情和替代性创伤后成长间

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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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热线心理咨询师除了从共情经寻求意义的

中介预测替代性创伤后成长, 还通过 STS、STS 经

寻求意义、正念经 STS、正念经 STS 再经寻求意义

的中介路径对 VPTG 起到正向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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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uble-edged-sword effect of empathy: The 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and 
vicarious posttraumatic growth of psychological hotline counselors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LAI Lizu, REN Zhihong, YAN Yifei, NIU Gengfeng, ZHAO Chunxiao, LUO Mei, ZHANG Lin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Cyberpsychology and Behavior (CCNU), Ministry of Education; 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of Hubei Province,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novel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outbreak increases public mental stress and pandemic-related 
trauma. Timely and comprehensive online mental health services have been deployed across China. Hotline 
counselors can be exposed to the stress and trauma experienced by callers indirectly. They may experience 
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STS) as a result of their empathetic engagement with traumatized clients, and they 
may also experience vicarious posttraumatic growth (VPTG).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negative and positive 
change in hotline counselors concurrently and explored the mechanisms of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outcomes. 

Participants were 776 counselors (81% female, average age = 42.57 ± 7.90, average years of experience = 
12.44 ± 5.92) recruited from MOE-CCNU Mental Health Service Platform, the biggest official telephone-based 
and online psychological support platform in China during COVID-19 period. Empathy and VPTG were 
measured by revised Chinese versions of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s. STS was assessed by the corresponding 
subscale of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Life Scale. The Chines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assess participants’ search for life meaning. Mindfulness was evaluated by 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Latent variabl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applied.  

After controlling age, trauma cases and total cases, counselors’ empathy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TS 
and VPTG. Results revealed that empathy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TS and VPTG. Mindfulness mediated 
this association between empathy and STS. Search for meaning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VPTG. Additionall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mpathy and VPTG was also mediated through other four 
significant mediating pathways: (a) secondary trauma stress, (b) 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and search for 
meaning, (c) mindfulness and search for meaning, and (d) mindfulness and secondary trauma stress and search 
for meaning. 

Our findings support that empathy lead to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outcomes among hotline counselors 
during COVID-19 period in China, highlighting dialectical insights into trauma workers’ experiences. When 
counselors engage in others’ traumatic experience, their vicarious nega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may be a 
pathway to growth, and search for life meaning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at growth. 
Key words  empathy, secondary trauma stress, vicarious posttraumatic growth, COVID-19, mindfulness, search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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